
论先秦两汉时期 诗 本事 

曹建 国 

内容提要 先秦两汉时期有大量的 《诗》本事产生。它们或出于史书，或系诸子杂说，有的 

甚或出自志怪小说，且多为托古言事之作。《诗》本事既是一种经学阐释手段，也是一种文 

学解读的方法，同时又是具有丰富文学性的故事文本，具有经学、文学等多重价值。 

关键词 《诗经》本事 托古言事 经学价值 文学价值 

“本事”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典籍，如 管子 、 苟子 等，然意义多为农桑之事，与本文所说的 “本事” 

不类。本文所说的“本事”意指一段史实或一个具体的生活事件，与之意义相仿佛者最早当见于 汉书·艺 

文志 。其 “ 春秋》)类”序文云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 

言说经也。” 是以按照 汉书·艺文志 之言， 左传 便是匹配 春秋 经文的本事，其意在于解经。((公 

羊 、 毂梁 虽主义理，亦间或言及史事，也可以看作是本事解经。不惟 春秋 ， 诗 亦有本事。先 

秦两汉典籍中又记载了许多 诗》本事，如 左传 、 列女传 ，此外还有几乎全用本事解 ((诗 的 诗序 。 

这些本事多记载诗之时代、作者或作诗之由，它们或真或伪，甚至饱受诟病，如 诗序))。然而真的 诗 

本事有价值，伪 (《诗》本事亦有价值，正如著名史家陈寅恪说 ：“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 

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 

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 

则变为一真材料矣。”②而就 诗 本事而言，其本意在于诠释 诗 之本义。然而如何诠释以及诠释 

背后的东西，构成了 “ 诗 本事”丰富的内涵，赋予其思想史，乃至经学、文学等诸方面的价值。 

诗 本事之文献考略 

欲论 诗 本事，先考其文献之类型并略论其真伪，斯为讨论之基础，亦陈寅恪先生论文献真伪 

之要义也。 

古人云 “六经皆史”，故 (《诗》有史衣。 诗经》的 ((雅 诗绝大多数反映了一定的历史背景，有些 

诗甚至还标明了历史事件，如 ((正月》提到了褒姒，((十月之交》也提到了 “艳妻”及其他大臣， 瞻印》 

提到了“哲妇”。诗中的“艳妻”与“哲妇”也都喻指褒姒，而这些人名为((节南山》、 十月之交 、 正月 、(《雨 

无正 以及 瞻印))、 召曼))等诗篇提供了年代学上的证据，证明它们都作于西周灭亡的前夕 。 六月))、 

嵩高))、 蒸民))、 常武))、 江汉》)等诗提到了周人与猃狁、淮夷之间的战争，以及尹吉甫、召穆公等 

人物，也同样为诗的断代提供了证据，这些诗当作于周宣王时代。诗的年代学证据为后世的解说提供 

了内证的支持，故后世的说解并无异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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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大部分的 风》诗史事不明或无法明之，类似 召南·甘棠 、 秦风 ·黄鸟 这样史事 

明晰的诗篇极少。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世 诗》本事的记载，绝大多数是关于 《风》诗的。根据 

其文献来源，((诗》本事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一日 “春秋类”，二日杂说类，三日志怪类，四日琴曲类。 

所谓的 “春秋类”本事即史书所载之 诗》本事，主要见诸 (《左传》、((国语》。如 《左传 隐公三 

年记载卫庄公娶于齐东官得臣之妹，日庄姜，美而无子，卫人为赋 硕人 。闵公二年记载狄人灭卫， 

许穆夫人赋 载驰 以吊。 

国语》也记载了一些 (《诗 本事，如祭公谋父劝谏周穆王勿伐犬戎，引 周颂 ·时迈 日 “周文 

公之颂”，明 时迈 为周公所作。 国语》也记载了召穆公与 (《常棣 之间的关系，但 国语》记载 

召穆公只是赋周公作 (《常棣》，与 《左传 不同。这说明在 左传》、(《国语 的成书年代，关于 常棣 

作者问题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说法。 

“杂说类”即诸子、传记类文献记载的 诗》本事。诸子之书，如 ((孟子》、(《墨子 、((吕氏春秋》 

等都记载了一些 诗 本事，而传记之书如 韩诗外传》、(《列女传》记载 《诗》本事更多。其中记载 诗 

本事较多的杂说之书，当首推刘向编纂的 列女传》。 汉书 ·刘向传 载 ：“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 

近者始。故采取 诗))、 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 列女传))，凡 

八篇，以戒天子。” ((列女传 记载十--／~tJ 诗 本事，内容涉及 (《关雎》、 苯莒》、 汝坟》、(《行露》、 

((邶风·柏舟》、(《燕燕》、((式微 、(《载驰》、 硕人》、《大车》、 渭阳 等篇。其次如 韩诗外传》、 说苑 、 

新序 等也有一些 诗》本事，如 ((新序 ·节士 记载仅之傅母恐1及、寿将死，闵伤之而作 二子乘 

舟》。需要强调的是， 诗序》全以本事说诗，可谓集先秦两汉 诗》本事之大成。推其渊源，考其性质， 

也多是 “取 春秋 ，采杂说”。如 ((左传》、((国语 记载的 ((诗 本事， 诗序 悉数采纳。其说 (《召 

南 ·行露》与 韩诗外传》、((列女传》相同，说 邶风 ·二子乘舟 也与 新序》相同。 

“志怪类”是指出自异闻类小说的 诗》本事 。“志怪”一词最早见于 《庄子·逍遥游》，作为一种文体， 

其出现应该在先秦时，如放马滩秦简 墓主记 便被认为是一篇志怪小说⑧。异闻志怪也有被用以说 《诗 

者，如 韩诗 说 周南·汉广 便属此类。许慎 说文解字 ：“魃，鬼服也，一日小儿鬼。从鬼支声，《韩 

诗传 日 ：郑交甫逢二女，魃服。” 许慎所说的郑交甫逢二女事乃 韩诗 对 ((汉广》的解说，而李善 

注郭璞 江赋))引 韩诗内传 更为具体，其日：“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与言日：‘愿请子之佩。’ 

二女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即亡矣。” 种说法在汉 

代流传一定很广，如 列仙传 所载此事与 韩诗内传 基本相同⑥。((易林 ·噬嗑之困》：“二女宝珠， 

误郑大夫。交父无礼，自为作笑。”((萃之渐》：“乔木无息，汉女难得。橘柚请佩，反手难悔。”①以及 

张衡 南都赋 之 “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⑧，说的都是同一个故事。由于三家 《诗))已亡佚，尤其是 ((齐 

诗 、((韩诗 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志怪类 《诗 本事，已不得而知。 

“琴曲类”是指出自汉人琴曲解题中的 ((诗 本事。题名蔡笪的 琴操》中有古琴曲五首，分别是 

(《鹿鸣 、((伐檀》、 驺虞 、((鹊巢 、((白驹》。每首琴曲前有解题，说以本事，如 “ 驺虞》者，邵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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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所作也。古者役不逾时，不失嘉会” 之类。尽管作为汉代琴曲的 鹿鸣操》等与先秦歌诗的 ((鹿鸣 

不同，但汉人对采自 《诗经》的琴曲解说还是会受到汉代 诗经 学的影响，如 琴操 对 鹿鸣操)) 

的解说便与 鲁诗))相同。 

以上我们对先秦两汉典籍所见((诗》本事作了大致的分类。然而该如何看待这些((诗》本事之真伪呢? 

是否每一 诗 本事都实有其事呢?回答这一问题，同样需要区别对待。 诗 篇本身背景明确，后人 

又据之以说，这样的本事当然是不容置疑的，如 甘棠 之类。而诸子、传记所载本事可能绝大多数 

属伪托杜撰，此盖如蒙文通先生所言 ：“晚周之学重于议政，多与君权不相容，而依托之书遂猥起于战 

国之季。” 以((列女传》为例，其记载十一则 诗》本事，基本上可以断定都属杜撰。如 ((王风·大车》， 列 

女传·贞顺篇 日：“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虏其君，使守门，将妻其夫人而纳之于宫。 

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见息君，谓之日 ：‘人生要～死而已，何至自苦?妾无须臾而忘君也，终不以身 

更贰醮。生离于地上，岂如死归于地下哉?’乃作诗日：‘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瞰日。’ 

息君止之，夫人不听，遂自杀。息君亦自杀，同日俱死。楚王贤其夫人守节有义，乃以诸侯之礼合而葬之。 

君子谓夫人说于行善，故序之于 诗 。”息君夫人即息妫， 左传 庄公十四年记载其与楚文王生堵敖 

与成王，与 《列女传 记载不同。而 (《列女传 记载楚文王灭息之后如何虐待息君，实际上据出土息 

国青铜器，楚灭息之后对息仍非常善待，息君也没有失去封号④。此外，息人之诗出现在 王风))中， 

如同 ((新序》记载 ((黍离》为卫人之诗一样，也不合情理。 

记载于史书中的 诗 本事也需一辨，不排除其中有虚假本事。如 常棣 作者， 左传 日召穆公， 国 

语 日周文公，这其中至少有一种说法为伪。同样， 尚书 为经，其记载本事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如 

尚书·金滕))记载周公作 鸱鹗))就颇让人生疑。虽然今古文 ((尚书》都有 金滕))篇，但自汉代以来， 

围绕 ((金滕》便争论不断。今文家把雷电示警说成周公死后，如 (《尚书大传 、(《白虎通》以及何休 ((公 

羊解诂 都是如此。而古文家认为周公因管蔡流言而避嫌居外、成王信谗后，便出现雷电示警。而 史 

记·蒙恬列传 又说周公欲代之人不是周武王，而是周成王。 尚书序 则日：“武王有疾 ，周公作 ((金滕 。” 

凡此种种，歧异纷纷。蒋善国先生将其总结为 ：风雷示变，生死有别 ；周公请以身代，武王、成王不 

同 ；周公避流言，居东与奔楚相异 ；居东与东征是一事，或是两事 。正因为有诸多歧异，故 金滕》 

篇被人疑为伪作，如 二程遗书))卷二二记载 ： 

又问：“《金滕》，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日：“此只是周公之意。”又问：“有此理否?”日： 

“不问有此理无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辞则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后人自作文足此一篇。 

此事与舜喜象意一般，须详看舜、周公用心处。《尚书》文颠倒处多，如 《金滕》尤不可信。” 

甚或有人认为其事也不可信，如明人马明衡 尚书疑义 卷五日 ：“((金滕 之书，大有难晓。周公代 

武王之死，此事终有可疑。而又言其多材多艺，能事鬼神，自是鬼话。后世相传，皆以为周公至诚恻怛， 

欲输危急。余反之于心，终有所未安也。⋯⋯故未敢苟信。今皆以为圣人之事，夫子所定之书，反复 

委曲，以求其解。不知夫子当时所定，果如是否?然 ((武成》之书，孟子亦疑之。在孟子之时，亦未 

经秦火，岂非夫子之所定耶?”⑨今人多衡之以文化人类学，认为周公请以身代武王死并不足怪，惟 ((金 

滕 之文自是后人追记文字，非西周初年之文，其成书最早当在战国中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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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滕 既为战国时人所作，则其言周公作 ((鸱鹗》之事或不可信。 金滕》的作者极可能是战 

国的儒者，其或为彰显周公“至诚恻怛”而曲尽其奇，并以上天示警以神其事。为增强其言说的真实性， 

遂又牵扯 (《豳风 ·鸱鹗》以资其说。盖时人说 (《诗 ，或有以周公事说 鸱鹗》者。然考其时代，当 

为孟子之后。(《孟子 ·公孙丑上 引 《鸱鹗》文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 

或敢侮予?”并引孔子语 ：“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设想，若 (《鸱鹗》果 

出自孔子时 尚书 ·金滕))，云周公所作，或孔子时已有以周公事说 鸱鹗》者，以孔子尊崇周公的 

态度，当不至于模糊而言 “为此诗者”，而应该称道周公并大加赞誉。不惟孔子不知，孟子也不知， 

故孟子引孔子之说而不言周公。 

所以，先秦两汉之 诗》本事多系 “取 《春秋》，采杂说”，且大多为托古言事之作。当然需要强 

调的是，汉代经师在说 诗》时采用本事，有根据各自的说 ((诗》体系进行了一些修正，这在 (《诗序》 

表现尤为明显。 

二 战国两汉时期 《诗》本事兴起之缘由 

尽管有一些 诗》本事传自久远，如 国语 ·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中祭公引 周颂 ·时迈》日 “周 

文公之颂”，但绝大多数的 (《诗 本事当为战国至两汉时期的产物。如 左传》、(《国语》成书于战国时 

期，而 《韩诗外传 、 列女传 等书虽成书于汉代，但其材料多采自先秦旧籍，这些都是学术界的共识。 

本事兴起之原初，或与中国人 自古以来强烈的鉴古意识有关。但问题是，为什么战国以至两汉时期会 

产生如此多的 (《诗 本事呢?我想，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

是私人著述意识的增强，涌现出大量的书籍，客观上为诗本事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自春秋以来， 

周天子逐渐失去其天下共主的地位，诸侯力政，霸道兴盛。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礼益坏而乐益崩。旧 

的秩序已被打破，“封建”解体，士庶合流。于是官师政教合一的古代王官之学解体，百家争鸣，文化 

勃兴，士人著述意识增强而撰作文化勃兴。章学诚在 《文史通义·诗教上 中论 “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 

时说 ： 

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 

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 

遽昧也。① 

在这一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背景下，我认为至少有两类书籍大量涌现：其一是史书，此正章学诚所谓 “述 

旧闻”之结果。正如 ((尚书 学史的研究所证明的那样，((尚书》中 虞书》、((夏书》以及 ((商书 中 

的一部分都是后人追记，其成书年代约当战国时。不仅如此，类似于西晋汲冢出土的 逸周书 以及 

最近公布的清华简中的 “((商书 类”作品也是后人追记，其成书也当战国时。关于 (《左传 ，尽管经 

学史的叙述认为 左传》为左丘明所作，是解释孔子 ((春秋》之书。与此同时，它也是 “述旧闻”之书。 

同样的还有 (《国语 ， 国语》中的材料年代先后不一，其被编辑成书也当在战国时，与 (《左传》相仿佛。 

其二是诸子之书，这是 庄子 ·天下 所说的 “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结果。《庄子 ·天下》分析论述了 

古代道术由合而分的发展大势，庄子对此颇为惋惜，慨叹日：“悲乎!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然 

而 “这一 ‘道术为天下裂’的过程正是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即所谓 ‘哲学的突破 。 

具体到中国古代文明，“哲学的突破”的结果是造就了一大批 “文化事务专家”——诸子，他们成为新 

思想的创建者和传衍者，著书立说，于是乎有诸子之学和诸子之书(2)。 

①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 文史通义》，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 63页。 

②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 2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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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本事诠释有着非同寻常的诠释学价值，有助于文化典籍权威地位的确立。在战国这一政治、学 

术大变化、大动荡时期，可以想象，人们无论是重续道统还是重造道统，都势必会将目光投向经典以寻 

求支撑，试图借先王之道和前朝之事来确认意义，正所谓 “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 。 

而经过历史检验之后，“ 诗 以道志， 书 以道事， 礼 以道行，(《乐 以道和， 易》以道阴阳， 春秋》 

以道名分”，因而最为人们所看重。其甚或被称为 “经”，以示尊奉。缘此，战国时期便出现以六经为 

中心的经典诠释学，并有 ((易传 、 春秋》三传等经典诠释之书，以及大量记载解释礼乐的书，如 ((周 

礼》②、((礼记 ③等。 

就 ((诗 而言，也当有传。文献记载，孔门四教， 诗 居其一。故 论语 中孔子于古代典籍特 

别重 (《诗 ，而上博简 孔子诗论 更证明孔子及其后学有论 诗 的专著。此外，((荀子 以及与之 

关系密切的 (《韩诗外传 在解诗时常以 “传日”发端。凡此皆可证明，先秦时期当有 诗传 之存在。 

不惟如此，先秦时期甚或有专门以本事解 诗 者。徐复观先生在比较 韩诗外传》卷一 “行露 

之人许嫁”条、((列女传》卷四 “召南申女”条、((诗序》对 ((召南 ·行露》的解释，以及 韩诗外传》 

卷二、 列女传 卷三、 诗序 对 都风 ·载驰 的解释后认为，“先秦本有一叙述诗本事并发挥其大 

义之 ‘传’，为汉初诸家所共同祖述，而不应强分属于某一家” 。徐氏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即 

便是看上去差别很大的汉代不同 ((诗》派之诗说，经过仔细分辨也可看出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以 周 

南·苯莒 为例，李善注刘孝标 (《辨命论 引 韩诗》以为 “ 茉莒》，伤夫有恶疾也” 。刘向 (《列女传·贞 

顺篇 也以为是宋女嫁于蔡，不因夫有恶疾而改嫁，并作 (《茉苜 以明志 。两者的解释基本上是相 

同的。再看 ((诗序》的解说，其首序 日 “后妃之美也”，这是诗的乐章义，并非其辞章义。其续序日： 

“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所谓的 “乐有子”，与 韩诗 、 列女传 之夫有恶疾，人道不通等说相类， 

说明 诗序 也将 苄苜 解释为与生育相关的诗。当然，实际情况可能比较复杂，甚至不排除多种 诗 

传》存在的可能性。因为同一首诗却有不同的本事，如 ((王风 ·黍离》，((诗序》日 ：“(《黍离》，闵宗周 

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官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 太 

平御览))卷四六九引 ((韩诗 日 ：“ 黍离 ，伯封作也。‘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离离，黍貌也。诗人 

求亡不得，忧懑不识于物，视彼黍离离然，忧甚之时，反以为稷之苗，乃自知忧之甚也。” 刘向 《新 

序·节士 以为是卫宣公之子寿悯其兄圾将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 之诗是也” 。所以我们推测， 

这些不同的 诗》本事出现在不同书中，或者不同的 诗传 中，汉代经师说 诗 时各取所需，故 

有此分歧。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汉代 诗))家采纳本事时以意改之，甚至另创新说的可能。 

那么，作为一种诗学诠释方法， 诗 本事的价值何在?它对于战国时期的经典诠释有何意义? 

① 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3页。 

② 周礼 成书有周公手作说、西周说、春秋成书说 、战国成书说、周秦之际说、汉初成书说、刘欲伪作说等诸 

多的说法，但影响最大的当属战国说。近代以来，郭沫若、钱穆、顾颉刚、杨向奎、范文澜、齐思和、钱玄皆持此说。 

③ 讨论 礼记 成书，应当着眼于篇。其绝大多数篇章应该成于先秦，如郭店简、上博简都有 《礼记))篇章。 

④ 徐复观 两汉思想史 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徐先生在此说 “不应强分”乃是针 

对清人三家 诗》研究而发，并非说汉代 《诗))学无差别。 

⑤ 文选》，第 2347页。 

⑥ 张涛 列女传译注》，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第 137页。 

⑦ 古今对 《诗序》文辞的称呼差异很大 ，有 “首序”、“续序”，“小序”、“大序”，“古序”、“后序”等多种称呼。 

为了行文方便，本文采用惯例，称 关雎 序中 “风者，风也”至 “诗之至也”为 “大序”，其余每首诗前序为小序。 

其中小序的首二句为 “首序”，其他为 “续序”。 

⑧ 李防等撰 ((太平御览 ，中华书局 1960年版，第 2155页。 

⑨ 赵善诒 ((新序疏证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第 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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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诗、乐分离，《诗 的乐章义逐渐让位于辞章义。而就辞章义而言， 诗 学诠释也面临 

转型。春秋时期 “赋诗言志”，称 诗 为 “义之府” ，都只是把 《诗 视为仪典之书和言说之资。 

孔子论 (《诗》，日 “思无邪”，又日 “兴于 诗》”，包括其与子夏、子贡论诗都重在修身，论 关雎》 

也只强调其中和之美。近出的上博简 《孔子诗论 中，孔子论 《诗))也首重进德修身，如其论 《关雎 

七篇②。孔子之后，社会变革加剧，以礼乐文化为主体的王官之学已转变为坐而论道、以道抑势的诸 

子之学。与此同时，《诗》、 书》等经典正逐渐演化为 “经”，其意义的再诠释也势在必然。在这个 “意 

义再发现”的过程中，本事正好找到了用武之地。其一，本事说 ((诗))较之训诂、义理更简切明白， 

所谓 “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因而更有利于意义的阐明。其二，借助本事，经 

典诠释得以确立唯一性和排他性。以本文语言作为阐释对象，其结构是开放的，允许有不同的阐释 

存在。换言之，每一个阅读它的人都能同时参与到这个意义域中，给出自己的解释，所以这样的解释“具 

有一种根本的偶然性” 。对于 诗 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其跳跃性的文本结构给读者留下的空间更 

大，更容易造成言人人殊的阐释结果，故古人云 “诗无达诂”。而本事则不然，它借助特定的历史语境 

和特定的历史事件，将解释固定下来，从根本上排出了其他解释的存在，所以便具有了唯一性和排他性。 

概言之，便是借本事确立本义 ，以此来确立经典及其诠释的权威地位。 

到了汉代，本事说 ((诗》被今、古文 (《诗》学普遍接受。尤其是 毛诗》，通过对本事作了一些取 

合和修正，使其 诗》学诠释进一步精细化，并具完备的体系。如 邶风 ·二子乘舟》， 新序 认为 

是傅母作，而 诗序》认为是国人作。就事件而言，傅母作为知情者而作诗当然更加可信，而 诗序 

将之改为国人则扩大了诗的政治意义，将诗从情感事件演变成政治事件。这样的修改及其彰显出来的 

诠释差异，大量存在于 诗序 中。而 关雎》篇首的 诗大序》，以及 (《诗序))之 “正变”、“四始” 

等理论，则体现了 (《诗序》本事诠释的系统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郑玄更进一步作了总结，使之进一 

步完善⑨。所以我们认为，汉代 诗 学视野中的本事，实际上具有阐释和逻辑体系构建的双重功能。 

后世 《毛诗》之所以取代三家而一枝独秀，实与毛、郑对 ((诗序 本事体系的完善有很大的关系。 

总之，战国两汉时期 诗 本事，尤其是那些虚构本事的产生，与(《诗》的经学诠释有关。钱基博日：“古 

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常所秉守，见于政教行事之实。” 故经学诠释的首要任务便是还原 “政 

教行事之实”，以消弭历史与现实之间因时代不同而产生的理解困难。而本事恰好是一定的历史语境中 

的叙事，借助本事，六经中蕴含的三代盛时典章法度得以具体呈现。 诗》自不能外，不然其又何以能 

成为史鉴，成为施诸现实政教的 “谏书”呢? 

三 诗》本事与 “诗本义” 

从经学阐释学的角度分析， 诗》本事的产生有其历史因素和功利性的背景。而具体到某一首诗， 

相关的本事具有什么意义呢?它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或影响了一首诗的阐释呢? 

诗 本事作为一种说诗形式，其最本质特征便是以本事确定本义，通过交代诗歌创作的背景去解 

读诗歌。一般说来，本事对创作背景的交代主要关涉两个方面，即作者参与的生活事件和作者的创作 

①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赵衰称赞郄毂时所说。 

② 曹建国 (《楚简与先秦 (诗>学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4—73页。 

③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 ，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年版，第510页。 

④ 作为诠释学术语，“本义”一词首见于 汉书 ·艺文志》。 

⑤ 王国维在 ((玉溪生年谱会笺序》中说：“及北海郑君出，乃专用孟子之法以治 诗》。其于 《诗》也 ，有谱有笺。 

谱也者，所以论古人之世也；笺也者 ，所以逆诗人之志也。”(((观堂集林 卷二三，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第571页) 

⑥ 钱基博 经学通志》，中华书局 1936年版，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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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 。正是凭借这两方面的信息所建立起来的标尺，后世读者可以探知作者的写作意图，或分析作 

品人物的思想与情感，从而了解作品之本义。 

从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去解读作品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研究方法。孔子曾提出“诵诗论世”的说 (《诗》 

方法，((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 记载卫将军文子问子贡日：“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道者孝悌。” 

孔广森补注：“‘诗世’者，诵其诗，论其世也。 周礼 El：‘讽诵诗，世奠系。一 ②孟子则明确提出 “知 

人论世”，为其 “以意逆志”之说诗理论张本。在孟子看来，说诗者欲不以辞害意，则需探寻作者之志。 

欲探寻作者之本志，则需知人论世，即要明其本事。 孟子 ·告子下 记载，高子评 小雅 ·小弁 为 

“小人之诗”，理由是 小弁 文辞怨愤。而孟子认为高子说 ((诗》固陋，是典型的 “以辞害意”。也许 

在孟子看来，尽管 “发乎情，止乎礼义”是正统的儒家 “中庸”观，符合孔门 (《诗 教，但 “怀其常 

道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论 诗 也要知道变通。读 小弁》不仅要看到它言辞激切的一面，也应 

结合作诗之实际，即考虑 “亲之过”的大小。“ 小弁 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而且 “ 小弁 ， 

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不孝也”。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孟子在说解 (《小 

弁 时El“亲之过”，日 “亲之过大”，这说明他有本事作支撑④。凭借本事，孟子突破文本，逆得 (《小 

弁))之 “志”，知其 “怨”为 “仁心之发”，由此探得诗之 “本义”。 

当然， 诗 本事有真有假。真的 《诗 常常见诸史书，尽管它们大多叙事简洁，但足以确定理解 

的方向，并规范后世的阐释。例如 秦风 ·黄鸟 ，因为有 左传》文公六年记载又加之诗文自身的内 

证，所以先秦两汉以来的解读基本上围绕 “哀三 良”展开，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又如 大雅 ·桑柔 ， 

左传 文公元年记载的秦伯语，点出是周厉王时芮良夫所作，再加之诗文自身明晰地叙述，便足以保 

证后世探得 桑柔 之本义。 

对于杜撰的虚构本事，情况却要复杂得多。那些仅仅为了某种说教目的而虚构或附会的本事，自 

然有很大的可能会曲解诗旨。如 周南·汝坟 ， 列女传·贤明篇 杜撰出周南大夫之妻能匡夫的故事， 

此与 ((汝坟 诗旨绝然不类。((汝坟 三章，第一章之 “未见君子，怒如调饥”，第二章之 “既见君子， 

不我遐弃”，显然是女思男、女悦男之辞。而第三章日 “鲂鱼赖尾，王室如毁”，闻一多说诗中的 “鱼” 

是男女双方互称其对方的度语 ，而孙作云认为 “王室”如 ((桑中 的 “上宫”，是襟社神庙⑨。总之， 汝 

坟 当是一首男女间恋爱的情歌、男子怨时思家之辞，与 “匡夫”毫无关系。至于 诗序 ，其根据 《左 

传》系联诗本事与诗篇，牵强附会之处更多。如 ((郑风 ·将仲子 ， 诗序 日 ：“ 将仲子 ，刺庄公也。 

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其以 “仲子”为祭 

仲，然后以 《左传))记载的郑伯克段之事说 将仲子))。其谬误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朱熹在 诗序辨说)) 

中引莆田郑氏语 ：“此实淫奔之诗，无与于庄公、叔段之事。序盖失之，而说者又从而巧为之说，以实 

其事，误益甚矣。”⑥ 

① 余才林 唐诗本事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版，第 209页。 

② 孔广森 (《大戴礼记补注 ， 丛书集成初编 本 ，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 70页。 

③ 关于 小弁》本事，汉代 诗 有两说。今文 诗 家说以伯奇之事，如赵岐 孟子章句))曰：“ 小弁 ，《小雅)) 

之篇，伯奇之诗也。”又，王充 论衡·书虚))：“伯奇放流，首发早白，《诗 云：0准忧用老’。” 汉书·冯奉世传赞》曰： 

“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经，屈原赴湘，《小弁》之诗作， 离骚》之辞兴。”盖 皆以为伯奇作 《小弁》，或 ((小弁 

之事与伯奇有关。据 说苑 及 《琴操 ·履霜操》记载，伯奇至孝，但为后母所谗害，被其父放逐。而 《诗序》目：“《小 

弁》，剌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认为诗写周幽王信褒姒之谗言，放逐太子宜咎。其傅亲训太子，知其无罪，闵其见逐， 

故作此诗以刺王。但无论如何，先秦两汉 诗 说认为 小弁 写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纠结。 

④ 闻一多 诗经通义甲 ， 闻一多全集 第三册，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ll一316页。 

⑤ 孙作云 (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中华书局 1966年版，第 3l1—313页。 

⑥ 朱熹 诗序辨说》，《朱子全书 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第 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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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讨论本事之阐释价值不能简单地以本事的真伪论。有些本事虽然是杜撰的，但却有助于我 

们理解诗篇。因为说诗人在杜撰或附会某种本事时，事实一17_是以他们对诗歌理解为前提的。也就是说， 

他们是根据诗歌的内容或表达的情感来选择或编撰某种本事。如 周南 ·汉广》，近出的上博简 孔子 

诗论》评 (《汉广》为 “智”，因为 (《汉广 之人 “不攻不可得，不求不可能”。这与 诗序 之 “《汉广 ， 

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相同，也与 韩诗外传》 

卷一记载孔子南游于阿谷之隧考验浣纱女子说明的伦理教化意义也相通。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先秦两 

汉时期解说 (《汉广 主要围绕礼之教化展开的。但有趣的是，(《韩诗内传))记载了一个神话传说以为 汉 

广 本事，即郑交甫遇汉水女神事。故事本身自然是荒诞不经，也绝无可能是 汉广 的本事。但故 

事所叙述的求女事件以及故事中郑交甫失佩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怅惘之情，与 《汉广》非常切合。很显然， 

《韩诗内传 以汉水女神事说 汉广 是把这首诗当作了情诗，故李善注曹植 ((七启 引 韩诗叙》日： 

“《汉广》，悦人也。” 而汉水神女故事及 [兑人”之解说，不仅颠覆了 (《汉广》解说中原有的政教传统， 

也恢复了 ((汉广》的本来面目。同样， 列女传》谓 (《大车 为息夫人殉情诗，事虽不真，然则 “情诗” 

之定位比 《诗序》“刺周大夫”之解说更贴近诗旨。 

甚至于有时一首诗有两种以上不同的本事，尽管都系杜撰或附会，但却可以互通或共存。作为对 

诗歌的解读，这些本事只是解读的角度不同而已。以 《邶风 ·柏舟》为例。文献记载的 邶风 ·柏舟 

至少有两种本事，(《诗序 日 ：“(《柏舟 ，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而 ((列 

女传 ·贞顺篇 认为卫宣公夫人诗。((诗序 所谓 “卫顷公之时”自然无据，或正如朱熹所言 ：“盖其 

偶见此诗冠于三 卫》，变风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记所书，庄、桓以上，卫之诸君事皆无可 

考者，谥亦无甚恶者，独顷公有赂王请命之事，其谥又为 ‘甄心动惧’之名，如汉诸侯王，必其尝以 

罪谪，然后加以此谥，以是意其必有弃贤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诗予之。” 但 ((列女传》以为卫宣公夫 

人作诗也难以确证。 诗经 学史上这两说互相驳难，争执不下，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就诗意而言，弃 

妇与逐臣事异而情同，故两说本质上并无二致。或以为 柏舟 诗中 “泛舟”、“遨游”皆男子事，“微 

我无酒，以敖以游”不类妇人言，故宣姜不可能作 ((柏舟 。其实也不然，((邶风·泉水》、((酃风·柏舟 、 

卫风 ·竹竿》都言及女人出游或泛舟，而 《郑风 ·女日鸡鸣 之 “宜言饮酒，与子偕老”也可证明妇 

人饮酒。所以，就本事真伪论，无论是卫顷公无道还是卫宣姜贞一皆非 (《邶风 ·柏舟 之本事 ；而就 

诗阐释而言，将 邶风·柏舟》解为忠臣之诗或贞妇之辞都大体符合诗意，故可以共存。同样的如 (《王 

风·黍离 ，将之牵合伯封求兄不得，或弟寿忧仅将见害，或周大夫悯宗周之灭，皆于史无征，难以确 

证。但从诗的情感层面来看，((黍离 之人那种悲愤深沉而又孤立无助的情感抒发可以理解为丧兄之痛， 

也可以理解为亡国之悲。 

所以，无论是真实的本事还是杜撰的本事，皆有其价值。真实的本事告诉我们这首诗应该“这样”读； 

而杜撰的本事则告诉我们这首诗曾经被 “这样”读。正因为如此，本事批评成为后世一种重要的文学 

批评方式。魏晋六朝时期产生了许多诗本事、文本事，唐代有集本事批评之大成的孟綮 (《本事诗》出现， 

后世则有大量 ((续本事诗 、 本事曲》、 本事词》等以 “本事”名篇者，故 四库全书总目 以 “旁 

采故实”将本事批评列为诗文评五例之一 。 

四 诗》本事的文学价值 

本事需要借助历史或生活事件来确定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通过编造的故事传达诗歌文本创作的 

① ((文选》，第 1584页。 

② 朱熹 诗序辨说》， 朱子全书 第一册 ，第 361页。 

③ 永珞等 ((四库全书总 目 ，中华书局 1965年版，第 17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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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信息，试图在具体的语境中还原文本。这样，本事便成了叙事性故事文本，并具有文学性。而虚 

构或杜撰的本事，其文学性尤其强。因为这样的本事多系有意为之，故需精心编造，欲使人信其真。 

因此大多数的 诗 本事有情节，有人物形象，而且其中不乏精彩篇章。以 邶风·二子乘舟 与 ((王 

风 ·黍离 之本事为例。 新序 ·节士))记载 ： 

卫宣公之子，饭也，寿也，朔也。饭，前母子也 ；寿与朔，后母子也。寿之母与朔谋，欲杀 

太子饭而立寿也。使人与饭乘舟于河中，将沉而杀之。寿知不能止也，因与之同舟，舟人不得杀仅。 

方乘舟时，仅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二子乘舟》之诗是也。其诗曰：“二子乘舟，泛泛其景。 

愿言思子，中心养养。” 

二子乘舟 之毛传说解中，其曰 “国人伤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无所薄，沉沉然迅疾而不碍也” ， 

便是把 “二子乘舟”视作一种比喻的说法。而在 新序 中，“二子乘舟”本身就是一个具体事件，是 

密谋杀仅的一部分。本事说 “傅母恐其死”，显然是没死，也就预示事件还没有结束。所以 新序 本 

篇接着写到 ： 

于是寿闵其兄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其诗曰：“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又使饭之齐，将使盗见载旌，要 

而杀之。寿止仅，饭日：“弃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寿又与之偕行。寿之母知，不能止也， 

因戒之曰：“寿无为前也。”寿又为前，窃饭旌以先行，几及齐矣，盗见而杀之。仅至，见寿之死， 

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遂载其尸还，至境而自杀。兄弟俱死，故君子义此二人，而伤宣公之听谗也。 

这样就把整个故事的曲折过程写出来了，一波三折，扣人心弦，并借此突出了仅、寿勇于赴死的道义 

精神。在整个事件过程中，通过人物的言行，又刻画出了不同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比如通过仅不弃 

父命之言以及载寿尸至境而自杀之行，突出仅为臣、为子、为兄之忠义。而寿是整个事件的中心人物 

之一，是这则本事着力表现的人物。本事通过两次救兄，一次代死，塑造出一个孝而义的弟弟形象。 

不仅如此，((诗 本事常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本事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文本特征，它常常结合作 

品来展开情节，作品自身的文学性，尤其是其情感内质常辐射到本事中来，从而增强本事的文学色彩。 

其突出的表现是，本事喜征引诗中最具感情色彩的诗句，以渲染故事中人物之感情。如上引 大车 

本事之息夫人吟诵 “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瞰日”的诗句，与丈夫一起悲情自杀 ，表 

现出对爱的忠贞。而 黍离 本事中，寿也同样吟 “忧思”之诗，假则 “见寿之死，痛其代己死，涕 

泣悲哀，遂载其尸还，至境而自杀”，兄弟之情深与境遇之悲惨，让读者为之动容。而在 韩诗))所记 

载之 “黍离”本事中，作者特意申说 “诗人求亡不得，忧懑不识于物，视彼黍离离然，忧甚之时，反 

以为稷之苗，乃自知忧之甚也”。而 ((列女传 ·母仪篇 记载的 燕燕 本事，通过 “恩爱哀思”、“悲 

心感恸”等富有感情色彩的描述，并反复强调 “送”、“望”、“泣”等动作，以表现定姜送归妇时的内 

心情感变化。 

为了丰富历史事件，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 诗 本事常常会变更历史叙事，虚构一些情节和内容。 

虚构是文本文学性的重要表征，虚构通过细节的补充和心理的刻画，使事件完整，也使人物形象更加 

丰满。尤其重要的是，虚构使作者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它可以 “根据资料来源的情况增补或重写叙事”， 

将『万史人物移人虚构世界中，甚至改变人物的个性化属性和生活情节 。在上举的 二子乘舟 本事 

与历史本事有很大的不同， 左传》桓公十六年记载 ： 

初，卫宣公蒸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 

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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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孔颖达 ((毛诗正义》，中华书局 1980年版，第 311页。 

② 赫尔曼主编、马海 良译 新叙事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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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 

日：“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 

对比(《左传 就会发现，作为虚构叙事的《诗》本事对历史叙事作了较大的改变，增加了二子乘舟、寿作 黍 

离》以及仅子自杀等情节。在细节方面，则增补了密谋、偕行、戒寿、盗旌等情节。这些变化在很大 

程度上改变了历史叙事的原貌，人物形象也更加饱满。 

事实上，很多 诗 本事都可以作如上分析，尤其是 韩诗外传 、(《列女传》、(《新序 等书中记 

载的本事，它们在文本上明显呈现出小说的特征。这既与汉代小说发展水平有关，也和刘向等人的书 

写观念有关①。 

诗》本事依附 (《诗经 而存在，又加之许多 ((诗 本事是生动的文学文本，所以有许多本事中的 

事件和人物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取材对象，或文学母题。我们以 小弁 本事为例。 

正如上文所说，至少在孟子时代，已经流传 《小弁 本事，故其能明确以 “亲过”之大小说诗。据 后 

汉书 ·黄琼传 李贤注及 汉书 ·冯奉世传赞 颜师古注所引 说苑 记载的伯奇事，大抵可知先秦 

时期 《小弁 本事之面貌。李贤注所引 《说苑》稍详，兹录如下 ： 

王国子前母子伯奇，后母子伯封。后母欲其子立为太子，说王日：“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日： 

“令伯奇于后园，妾过其旁，王上台视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园，后母阴取蜂十数置单衣中， 

过伯奇边日：“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杀之。王遥见之，乃逐伯奇也。② 

今本 《说苑》 无之，李贤注及颜师古注所引当为 (《说苑》佚文。就故事内容而言，它表达的是忠而被谤， 

孝而罹祸的忠孝之人的不幸遭遇。其矛盾冲突的展开一般有比较固定的模式，矛盾的焦点常常是王位， 

大多涉及父、后母、前母之子、后母之子。由于双方力量的不平衡，故事中的前母之子常常成为悲剧 

性人物。史书记载的周幽王的太子宜臼、晋献公的太子申生、卫宣公的太子仅等均属于这种类型，人 

们也以此为蓝本创造了诸多的这一类型的故事。李贤注所引 《说苑 也许不是完篇，所以我们不知道 

故事中的 “王”到底指何人。到了汉代，伯奇故事流传颇广，如 韩诗外传》卷七之 “伯奇孝而弃于亲”， 

中山靖王刘胜 《闻乐对》之 “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壶关三老令狐茂 救太子据书》之 “孝 

己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等皆可证④。但这些汉初的文献中，仍只是突出伯奇至孝， 

故事情节也止于伯奇被逐。但至少在西汉末年，伯奇故事已被谱之于琴曲，故事的主题与人物、情节 

发生了变化。扬雄 (《琴清英》日 ：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后母谮之，自投江中。衣苔带藻，忽梦见水仙赐其美乐，唯念养亲，扬 

声悲歌。船人闻而学之。吉甫闻船入之声，疑似伯奇，援琴作 《子安之操》。④ 

这说明在扬雄时代，有托名尹吉甫的琴曲日 子安之操 ，突出的当是尹吉甫的悔悟和痛惜之情，与 说苑》 

仅渲染伯奇至孝已经不同。同时故事的情节也有了变化，写到了伯奇之死以及死后之孝思，这就进一 

步强化了故事的悲剧性。到了蔡邕的 琴操》，故事情节进一步复杂化。((文选 马融 (《长笛赋 李善 

注引 琴操 日 ： 

尹吉甫，周上卿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后妻，生伯邦。乃谮伯奇于吉甫日：“见妾 

有美色，然有邪心。”吉甫曰：“伯奇为人慈仁，岂有此也?”妻日：“试置空房中，君登楼而察之。” 

后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缀衣领，伯奇前持之。于是吉甫大怒，放伯奇于野。宣王出游，吉甫从。 

① 马振方 (韩诗外传>之小说考辨》， 北京大学学报 2007年第 3期 ； <新序>、(说苑>之小说考辨》， 文艺 

研究》2008年第 4期。 

② 范晔 《后汉书 ，中华书局 1965年版 ，第 2039页。 

③ 分别见于 韩诗外传 ，第 257页 ；(《汉书》，第 2425、2744页。 

④ 李防等撰 太平御览 ，第26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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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奇乃作歌感之于宣王。宣王日：“此放子辞。”吉甫乃求伯奇，射杀后妻。 

李善注所引 琴操 之伯奇故事情节曲折，且伯奇未死，谗人终受到惩罚，表达了创作者的良苦用心 

和美好愿望。但这样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故事的悲剧性力量 ，使整个故事显得平淡了。郭茂倩 《乐 

府诗集))引蔡邕 琴操 ·履霜操))与之不同，且记有 《履霜操))辞，似乎更符合 《琴操 原本。其日 ： 

《履霜操》，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伯奇无罪，为后母谗而见逐，乃集芰荷以为衣，采梓花 

以为食。晨朝履霜，自伤见放，于是援琴鼓之而作此操。曲终，投河而死。 

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听谗言。孤恩别离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殁不同 

兮恩有偏，谁能流顾兮知我冤。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履霜操》辞，它用一首骚体诗，表现出伯奇内心的摧伤，而且骚体的形式， 

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另一个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并最终投水而死的贤良君子屈原，正如 (《汉书 ·冯奉世 

传 赞所说 ：“谗邪交乱，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经，屈原赴湘，(《小弁 

之诗作，《离骚))之辞兴。经日：‘心之忧矣，涕既陨之。”’由此可见，汉人歌咏伯奇，一方面是同情 

他的不幸遭遇，另一方面也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以及对忠臣孝子的颂扬。 

在曹植 令禽恶鸟论 中，伯奇的故事更加曲折，且富有传奇色彩。故事中，伯奇死后化为鸟与 

父相认，其悲伤之表达与人无异⑨。而读者在体会并同情伯奇冤屈的同时，似乎也看到作者曹植的影子， 

体会到曹植内心的悲伤。 

故事性的敷衍之外，还有诗歌。如韩愈的 《履霜操》：“父兮儿寒，母兮儿饥。儿罪当笞，逐儿何为? 

儿在中野，以宿以处。四无人声，谁与儿语。儿寒何衣，儿饥何食?儿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众儿， 

有母怜之。独无母怜，儿宁不悲。”④韩愈此诗颇受后人好评，朱彝尊称之 “通首精工”，程学恂认为 

这首诗得 小弁))之怨，而陈沆甚至将之与韩愈的 潮州谢表))相联系 。 

伯奇之外，息夫人、秦之三良等也是人们经常歌咏的对象。如息夫人，宋之问、王维、杜牧、罗 

隐等皆曾赋诗歌咏息夫人对爱情的忠贞。宋之问 (《息夫人 ：“可怜楚破息，肠断息夫人。仍为泉下骨， 

不作楚王嫔。楚王宠莫盛，息君情更亲。情亲怨生别，一朝俱杀身。” 

以上我们探讨了先秦两汉时期的 (《诗 本事。我们认为，作为一种经学诠释的方法，((诗))本事具 

有确立 诗 经典地位的价值。作为一种文学阐释的方法 ， 诗 本事揭示了诗文本的历史背景和文学内涵。 

而作为一种故事文本， 诗》本事具有丰富的文学性及文学再殖能力。此外，有些命题还可以讨论，如 

从本事的角度讨论 诗序))作者、作年，本事与秦汉时期小说文体发展之间的关系，从 诗))本事到 诗 

本事 、本事批评的发展等。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再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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